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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稳健性检验补充

1.虚拟政策处理时期

考虑到城市污染减排效应和达标效应的形成可能并非与洋垃圾进口禁令相关，而存在

其他因素的干扰或“伪回归”的可能性，如 2015年 1月 1日实施的《环境保护法》中提出

的“三同时”制度同样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将政策处理时期提前两年，重

新构建交互项进行对其中的处理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汇报于表Ⅰ1 的第（1）、（4）列，对政

策处理期的重排结果发现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并非偶然所得。

2.变更测度方法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采取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得出，为了排除变量测度导致结

果的随机性。本文重新使用熵值法对城市总体的生态环境进行重新测度，借鉴董锁成等

（2017）的研究选取包括城市绿化、城市污染以及生态压力等三个方面指标1，将其中的正

向指标定义为城市环境达标指数，并将其中的负向指标定义为城市污染综合指数。确定各

个指标组的权重之后，得出各个指标的有效评价值，从而通过系统化、客观化的赋值方法

挖掘出信息熵中的有效价值。结果汇报于表Ⅰ1 的第（2）、（5）列，从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来

看，结果并没有因测度方法的变更而发生转变，验证了基础结论的可靠性。

3.虚拟处理组

在中国的垂直政绩考察体系下，自上而下的目标式环境管理被认为是最直接有效的监

管方式（Liu et al.，2021）。在此背景下，KCAPC政策被提出用于控制重点城市的空气污

染，通过将单位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环境要求指配给地方政府来实现城市排放达标。在

1998年政府指定了首批 KCAPC城市，而在 2001年第二批 KCAPC又增加了 66个城市。

由于首批城市的多为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城市、主要旅游城市及沿海城市，其要

素丰裕程度使得未指定的城市难以找到恰当的对照组，因此本文将第二批的 KCAPC设定

为处理组，以随机化定义的方式识别洋垃圾禁令的政策效应是否偶然。结果如表Ⅰ1 第（3）、
（6）列所示，虚拟处理组并未对洋垃圾的处理效应形成影响。

表Ⅰ1稳健性检验补充

环境污染指数 环境达标指数

变量 (1) (2) (3) (4) (5) (6)
Treat*Post -0.2024* 0.1222**

(0.1194) (0.0501)
Treat*Post02 -0.0009 0.0204

(0.0140) (0.0224)
Treat_K*Post -0.0139 -0.0032

(0.0143) (0.022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990 3990 3990 3990 3990 3990
R2 0.608 0.109 0.608 0.238 0.129 0.237

1 城市绿化的指标组包括：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公园个数；城市污染的指标组包括：

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环保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生态压力的指标组包括：工业万

元产值废气排量、工业万元产值废水排量、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上述数据均由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收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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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内生性检验：遗漏变量偏误

遗漏变量是内生性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所以遗漏的变量又可以包括可观测的和不

可观察的两种，因此本文采取以下做法以控制此类内生性问题。

第一，增加可能遗漏的控制变量。本文所关注的洋垃圾进口禁令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效

应可能还存在以下几个未完善考虑之处：①城市本身的环境质量，识别洋垃圾的政策效应

需要在城市已有环境基础上进行，故本文将城市 PM2.5的年平均浓度作为环境质量的替代

指标，纳入回归中予以控制。②城市回收产业的发达程度。Li and Takeuchi（2023）研究中

通过中国商务分别在 2014年和 2016年发布的《中国回收行业报告》发现河北省、山东省、

浙江省和广东省是我国塑料垃圾回收设施较为集中的四个省份，回收产业的基础设施也是

影响城市是否进行洋垃圾进口的关键，因此本文将这四个省份洋垃圾的平均进口量作为处

理组城市进口量，而其余地区的平均进口量则作为控制组地区的进口量，重新得到一个控

制变量纳入回归中。③城市的交通通达度。洋垃圾经济的运行涉及到港口海运和国内铁路、

公里以及内河航道的转运，运输成本是构成洋垃圾处理的主要成本之一，因此城市的交通

通达水平对洋垃圾的进口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故本文依据封志明等（2009）的研究，计算

城市的交通通达度置入回归方程之中1。如表Ⅱ1 Panel A所示，不论所补充的遗漏变量显著

性如何，核心系数保持稳健，基准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检验遗漏变量的偏误问题。参考 Altonji et al.（2005）的做法，通过可观测的变

量计算不可观测变量的偏差程度，以此判断遗漏的变量对于回归结果造成的偏误程度。本

文通过区分 2组的有限集和 1组全集，计算两者的差异比率。如表Ⅱ1Panel B的结果所示，

在不保留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差异比率明显小于 1，此时不可观察变量对回归

造成的影响较大，也间接验证了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及纳入双重固定效应的合理性。而其他

有限集和全集的差异比率集中在区间[1.6906，5.5160]之中，表明不可观察变量对回归结果

的解释程度至少要达到可观测变量的 1.7倍，平均需要超过 3.6倍。才会干扰回归结果的无

偏性，因此不可观察变量对回归的影响力有限。

表Ⅱ1 内生性检验：遗漏变量偏误

Panel A：控制可能的遗漏变量

环境污染指数 环境达标指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Treat*Post -0.1737*** -0.1504*** -0.1830*** -0.1681*** 0.1424*** 0.1186** 0.1466** 0.1158*

(0.0306) (0.0311) (0.0348) (0.0369) (0.0491) (0.0499) (0.0582) (0.0619)
Environment -0.0010 -0.0016 0.0002 0.0017

(0.0017) (0.0021) (0.0027) (0.0035)
Infrastructure -0.0438*** -0.0284 0.0500* 0.0549

(0.0167) (0.0199) (0.0269) (0.0334)
Transportation -0.6109*** -0.5887*** 0.6740** 0.6133*

(0.2003) (0.2045) (0.3356) (0.34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990 3990 3455 3455 3990 3990 3455 3455
R2 0.611 0.612 0.613 0.613 0.239 0.240 0.246 0.247
Panel B：用可观测变量评估未观测变量的偏差

有限集控制变量 有限集回归系数 全集回归系数 差异比率

1 封志明等（2009）的研究中将通达指数的测算分为交通密度指数和便捷度，交通密度指数由公路密度、

铁路密度以及通航河道密度构成，便捷度则以城市中心距离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距离为测度方式，而由于

洋垃圾的主要依靠海运，故本文将便捷度的测算简化处理，使用城市最近的港口距离表征。最后，对各部

分变量做归一化处理或对数变换之后再归一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最后将各层面的指标汇总得到交

通通达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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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 -0.1409 -0.1721 5.5160
同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 -0.0703 -0.1721 1.6906

第三，安慰剂检验。无法穷尽的控制变量使得处理组和控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安慰剂检验则是处理该问题的方法之一。对处理组城市进行重排，以随机生成处理组和控

制组的方式进行间接安慰剂检验，并结合基准回归式（15）对城市达标指数和污染指数进

行 500次的重复模拟回归。回归系数�的计算方式如下：

β�1=β1+ζ×
cov(Treati×Postt，εit|C)
var(Treati×Postt|C)

， （Ⅱ1）

其中，C表示系列控制变量，ζ表示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由于随机产生洋垃圾进口城市的

处理组，故�1为 0。若β�1不为 0，则说明的确存在不可观察因素的干扰。图Ⅱ1为环境达标

指数 P值及系数对应的核密度分布图。从 500次重复模拟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估计系数

基本服从正太分布，模拟回归系数集中在零值附近，说明洋垃圾进口禁令对城市环境质量

的政策效应并不具有偶然性，本文结果可靠。

图Ⅱ1 城市环境污染指数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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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空间相关性补充分析

1.基于局部莫兰指数1的分析

为了探明洋垃圾禁令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处从省际视角出发对空间相关性做初步的研

判。以城市污染指数为例，分别选取洋垃圾禁令颁布前后的两个年份，将其各省市的局部

莫兰指数散点图汇报于图 III1和图 III2。结果表明，在两个样本年份中，多数省份呈现出

空间聚集现象。其中，在禁令实施之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河北等省市多

呈现“高-高”聚集趋势，而西部内陆地区如广西、贵州、青海等省份多呈现“低-低”聚

集趋势。而在禁令实施之后，更多的省份地区由“低-低”聚集转向了“高-高”聚集，不

仅说明我国的城市污染排放表现出了省域空间上的相关性，更说明洋垃圾禁令的实施进一

步强化了其中的空间联系。

图Ⅲ1 2012 年莫兰指数分布 图Ⅲ2 2019 年莫兰指数分布

2.洋垃圾进口的空间溢出效应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能够揭示省域污染排放的全域或局域的空间关联集聚特征，但并

没有考虑空间的动态溢出效应。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可以较好的解释城市污染的空间溢出

作用，即在空间层面的相互作用，通过将空间滞后项引入转移概率矩阵，从而克服传统马

尔科夫链方法无法体现各单元空间联系的缺陷（王少剑和黄永源，2019）。具体而言，由于

马尔科夫链是一种离散的马尔科夫过程，故需要先依据城市污染指数将其划分为 k种类型，

再以区域 a在 t时刻的空间滞后类型为基础，计算 k×k个类型的条件转移概率矩阵。区域

a的空间滞后值可以表现如下；

Laga=∑YbWab （Ⅲ1）
其中，Yb表示区域 b的城市，Wab表示空间权重矩阵2。结果汇报于表 III1。整体而言，

与低水平、中低水平的省份相邻时向上转移的平均概率为 0.1430、向下转移的平均概率为

0.1597，但与中高水平、高水平的省份相邻时向上转移的平均概率为 0.2382、向下转移的

平均概率为 0.0300。可见与污染程度较轻的地区相邻时，向下转移程度的概率大于向上转

移的平均概率，而与污染程度较高的省份邻接则逆转了该趋势，污染排放更严重的区域带

动周边区域污染水平的可能性更高，而向下转移的可能性更小。由表 III1及上述分析可得

出如下结论，（1）不同区域背景下，其转移状态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2）领域类型的不

同会导致区域转移大小程度和转移方向的不同。这表明省域间的污染指数存在显著的空间

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的类型与预期相符。

1 莫兰指数（Moran's I）是一种用于检测地理数据或空间数据中空间自相关性的统计指标，主要目的在于

检测相邻区域之间变量值是否具有相似性。
2 延续上文的研究，此处仍采用邻接矩阵定义空间关系。由于海南省无接壤省市，因此定义距离其最近的

广东省作为邻接省份以保持数据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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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Ⅲ1 2008-2021 年中国省域平均污染指数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领域类型 t/t+1 观测值 I II III IV

I

I 61 0.8361 0.1639 0.0000 0.0000
II 19 0.2105 0.6842 0.1053 0.0000
III 1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IV 1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II

I 30 0.5000 0.4333 0.0667 0.0000
II 40 0.0000 0.8250 0.1500 0.0250
III 15 0.0000 0.0667 0.7333 0.2000
IV 2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III

I 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II 21 0.0000 0.4286 0.5714 0.0000
III 37 0.0000 0.0270 0.7838 0.1892
IV 9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IV

I 20 0.6500 0.3000 0.0500 0.0000
II 31 0.0968 0.5484 0.3226 0.0323
III 50 0.0000 0.0400 0.5200 0.4400
IV 66 0.0000 0.0000 0.0758 0.9242

3.洋垃圾处理城市组的经济联系

（1）经济地理矩阵。为了避免单纯以地理距离构造矩阵的局限，本文参考邵帅等

（2016）的做法构建经济地理矩阵，从而能够兼顾两城市间地理和经济上的联系。其中φ介
于 0到 1之间，用于表示地理距离矩阵所占的权重，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将其取值为 0.5。
Wg表示城市间的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其中的元素以两个区域内年度人均 GDP均值的绝对

差值取倒数衡量。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所使用的空间矩阵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W3=
&wij=φw2+（1-φ）wg，i≠j

&
&wij=0，i=j

（Ⅲ2）

（2）考虑洋垃圾处理城市的产业间联系。刘倩等（2020）的研究指出城市群政策促进

了地区金融发展总量和均衡的双重拟合，可见城市群建设能够强化城市间的产业联系，为

了进一步识别洋垃圾处理回收产业是否存在类似的产业间联系，进而验证洋垃圾进口禁令

的实施效果是否在此类城市间更为显著，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四重差分模型对此进行验证。

具体而言，借鉴刘倩等（2020）、Li and Takeuchi（2023）的研究，分别根据《中国城市群

发展报告（2016）》和《2016年中国回收产业报告》，来综合识别处理组城市是否处于洋垃

圾处理产业间联系之中。前者汇报了各个城市群获得国务院正式批示的时间及成立时间，

以及对应政策文件对城市群范围的界定，后者认为河北省、山东省、浙江省和广东省是我

国塑料垃圾回收设施的集中处理地。因此，本文构建四重差分的方法是在基准双重差分模

型的基础上，增加处于城市群的城市且位于上述四省的城市两个虚拟变量值，以此来判定

处理组城市是否处理洋垃圾处理的产业集群之中1。

结果汇报于表 III2。前两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设定经济地理矩阵并不改变洋垃圾禁令

处理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基本方向，对于前文地理矩阵的回归是一种补充。而第（3）列

的回归结果表明，处于洋垃圾回收产业集群的城市能够从洋垃圾禁令实施中的收益是显著

的，证明城市间所获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经济联系，此结论也进一步验证了城市污

染物传播的经济机制。

1 经过识别和筛选，符合四重差分的城市群分别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以及

长三角城市群，共包括东莞市、东营市、中山市、临沂市、丽水市、云浮市、佛山市、保定市、台州市、

唐山市嘉兴市、威海市、宁波市、广州市、廊坊市、德州市、惠州市、揭阳市、日照市、杭州市、枣庄市、

梅州市、汕头市、汕尾市、江门市、沧州市、河源市、泰安市、济南市、济宁市、淄博市、深圳市、清远

市、温州市、湖州市、湛江市、滨州市、潍坊市、潮州市、烟台市、珠海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绍兴

市、聊城市、肇庆市、舟山市、茂名市、菏泽市、衡市、衢州市、邢台市、邯郸市、金华市、阳江市、青

岛市、韶关市等 57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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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Ⅲ2 洋垃圾处理城市组的经济联系

(1)
SAR-W3

(2)
SAR-W3

(3)
产业间联系

Treat*Post*UC*Pro -0.1514***
(0.0378)

Treat*Post -0.1397*** -0.1437***
(0.0305) (0.0307)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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